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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养老金制度改革：
欧洲经验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启示①

特劳特·梅耶
吴晓真　 译

【摘要】论文旨在研究社会变革和养老金体系之间的关系。无论男性还是女
性，有偿工作决定了他们的养老金水平。因此，在女性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欧洲国家，老年女性得到的保护程度较高。而在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中，性
别对就业参与的影响较大。因此，防止贫穷的公平养老金政策不应将劳动力市
场作为切入点，它必须为所有阶层的女性和男性改善就业机会。在社会性别关
系现代化实现较早的国家，养老金体系符合“贝弗里奇模式”：一个由强制性职
业养老金补充的全民基本养老金能够更有效地防止老年贫困、促进妇女独立。
在社会性别关系现代化实现较晚的国家，养老金体系取决于收入和缴款。这些
“俾斯麦国家”在防止贫困方面的效力较低，女性对男性的传统依赖得以存续。
虽然贝弗里奇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但它们还是为女性提供了较好的防贫保护。
贝弗里奇国家的经验表明，为了对抗贫困，必须既有法定最低养老金，又有强
制职业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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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每个人都希望退休之后还能享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这一份收入还能够
维持他们退休之前的生活水准。从１９５０年代后期起，许多欧洲国家的养老金体
系即以此为目标。最初的养老保险机制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男女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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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配偶白头偕老，并与子女共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对退休夫妇的
收入主要来自“养家糊口”的一方，问题也不会太大。因为一方的养老金将足
以支持两人的生活，有时妻子还另有数目较小的额外养老金。丈夫去世后，妻
子还有遗属养老金可领。当然，即使在这样的前提基础上，要实现老年收入的
保障也从来不是易事，而且往往只是有限的保障。
１９７０年代兴起的各类社会运动让公众认识到：女性照料子女、丈夫，并且

操持家务，这些无偿劳动使她们面临的社会风险比原先料想的更大；而且，女
性的就业收入偏低，往往导致她们独立的养老金不足。社会学家们认为，社会
和经济变革导致了“新的社会风险”（Ｂｏｎｏｌｉ，２００５），它对女性的冲击尤其显
著。与此同时，市场的日渐国际化迫使福利国家和企业削减成本。如果福利国
家和雇主们没有做好保护女性免遭冲击的充分准备，那至少应当改变传统养家
糊口模式的假设前提。

本文致力于研究社会变革和养老金体系之间的关系，讨论欧洲现有的各类
养老金体系及其演变，以及这些演变对老年男女收入的影响。论文第一部分将
解释为什么要关注未来养老金领取人的预期收入。第二部分陈述影响未来国民
养老金改革的各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欧洲法定和职业老年保险领域的各种制
度形式。学术界将欧洲的养老金体系分为两大类：一为俾斯麦模式，德国是其
主要代表；二为贝弗里奇模式。不同类别的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养老金挑战，但
这两大类别国家的未来养老金改革均受经济发展的制约。我们关注经济和劳动
力市场，是因为老年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就业史。这一点在养老金
“缴费与权益对等原则”日益重要而“维持与供养原则”日渐退出的时代尤为
重要。第三部分将分析男女两性的就业机会从１９６０年代以来发生的变化，以及
这些变化对养老金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影响。当中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对男女之
间差异的考察必须与社会不平等相联系，而社会不平等则建立在两性收入和教
育差异的基础上。艾斯平－安德森（Ｅｓｐｉｎｇ －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９）在《未完成的革
命》（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中指出，对受教育水平低的人士来说，男女之间养
老金差异带来的问题要严重得多。第四和第五部分将待考察国家分为两组，并
对它们各自在过去１５年间进行的养老金改革进行回顾，重点评估现代化和全民
养老金的重大削减这两个因素的组合会如何影响男女两性的未来养老金领取。
最后是全文的总结，同时也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策措施既能防止贫困，
又不会危及中产阶级的地位？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特别强调德国的状况，并
将其同其他国家的进展相对比。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德国过去十年间进行的改革将未来养老金领取者，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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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因而毕生收入低的男女暴露在风险之下。本文还质疑
了长期以来为了保障较高收入人群的社会地位而采取的措施的合理性。贝弗里奇
国家的经验表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引进强制职业养老金；而且，
法定养老金必须设定在与就业收入高低无关的最低防贫线上，以取代社会救济。

一、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未来的养老金：本文研究的对象

欧洲现有哪些养老金体系？它们怎样随着改革而演变，又怎样影响着男女
两性的老年收入？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实证答案，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要确定考察哪些人的养老金。例如，我们可以对比当前养老金领
取人的收入。此类收入取决于他们前４５年左右活跃工作期间的保险制度规定。为
此，分析须至少从１９６８年开始；然而，因为更年长的养老金领取者还在世，所以
分析至少可以上溯到１９４８年。第二，当代养老金取决于养老金领取人在１９４８年
到２０１０年间的就业历史和家庭状况。再者，已婚人士的状况有别于单身人士。

已有文献对养老金是否充足的研究颇为详尽。从社会性别角度入手的研究往往
指出妇女所处的劣势。例如，长期以来，女性的养老金普遍低于男性，因为女性的
成年生活往往不同于男性，而且养老金制度通常偏好充分就业的群体（Ｋｉｃｋｂｕｓｃｈ
＆ Ｒｉｅｄｍüｌｌｅｒ，１９８４；Ｋｕｌａｗｉｋ，１９８９；Ｌａｎｇａｎ ＆ Ｏｓｔｎｅｒ，１９９１；Ｌｅｗｉｓ，１９９２）。

数十年来，德国俾斯麦式的养老金体系相当慷慨，现今退休人员的贫困还
不算是严重的社会问题（Ｍｅｙｅｒ ＆ Ｂｒｉｄｇｅｎ，２０１１；ＯＥＣＤ，２００１）。因而，本文将
不讨论现有养老金领取人的收入状况，而是从已知情况推断未来养老金领取人
的养老金水平，并比较未来男性和女性养老金领取人的收入差别。这要求我们
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制度上，并且评估目前活跃在劳动市场上的成年男女在
今天享有哪些机会。虽然所有国家都承认生育、护理、培训教育等活动应同养
老金领取权挂钩，但就业历史较长者进入老年后的收入全都高于那些在工作的
阶段经历较长经济不活跃期的人群。为此，我们不但需要考察当前的养老金体
系，还要探讨劳动力市场上还有哪些男女均可考虑的选项。

二、改革的范围

（一）为什么俾斯麦国家和贝弗里奇国家的改革家们面临不同问题

卡尔·金里奇（Ｋａｒｌ Ｈｉｎｒｉｃｈｓ）曾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养老金体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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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作“行进中的大象”（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２００１：７７），因为老年保险体系制度臃肿，腾
挪不便。制度研究表明，国家性的老年养老金体系抵制改革，因为它们对公民
做出了长期的不可食言的承诺。紧缩和承诺的改变不受欢迎，当权者肯定会在
下一轮选举时受到惩罚，于是他们回避养老金改革这一话题（Ｐｉ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４）。
任何对养老金改革可能性的评估都必须涉及现有制度对养老金体系的形成所产
生的影响。西欧在二战以后形成了两大主要的养老金体系（Ｂｏｎｏｌｉ，２００３；
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２０１２）。它们对男女两性的老年收入和老年社会不平等有着不同的
影响。

一方面，欧洲有一些所谓的“俾斯麦国家”：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
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它们的社保体系有着如下特点：国家养老金水平取决于
收入和缴费水平，终其就业生涯一直缴纳养老金的人可领取到相当于自己就业
时期最后一份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比例作为养老金（ＯＥＣＤ，２００１）。此外，这一
体系为夫妻中存活时间较长的一方提供相对丰厚的失偶养老金。就业历史有中
断的个人领取的养老金较低。因此，这些国家的养老金体系就是基于上文提及
的“养家糊口”模式。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从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就承认，养老金也
应同无偿工作挂钩，但从事过无偿工作的群体领取的养老金还是普遍低于一般
就业者。

另一方面，欧洲也有一些所谓的“贝弗里奇国家”，包括北欧国家、荷兰、
瑞士和英国。这些国家提供两个层次的养老金：一方面是人人享有相同的、一
般足以脱贫的国家养老金。此类养老金创立于１９４０年代末至１９６０年代之间。
此外，在享有国家养老金的公民中，低收入者的养老金获益与其就业收入之比
高于高就业收入者。因此，相比俾斯麦国家，贝弗里奇国家的法定养老金与其
说同收入挂钩，不如说是一种再分配形式。然而，对收入较高并因此期待相应
的老年生活水准的人来说，国家养老金并不充分。因此，职业养老金就在这些
国家里起到了保证收入的作用。

尽管英国因其发达的职业养老金和较低的法定养老金而被归入贝弗里奇模
式，然而它却游离在该模式之外，尽管该模式的称谓源自英国① （Ｍｅｙｅｒ ＆
Ｂｒｉｄｇｅｎ，２０１１：１５９；Ｓｃｈｕｌｚｅ ＆ Ｍｏｒａｎ，２００７：７７０）。首先，英国法定养老金低于
其他贝弗里奇国家。在北欧国家、瑞士及荷兰，至少自１９６０年代起，法定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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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因撰写《贝弗里奇报告》 （１９４２）而蜚声英国海内外。该报告
的突破性在于它提倡全民保险制度，保护所有公民不受“从摇篮到坟墓”期间所有典型贫困
风险的影响（Ｆｒａｓｅｒ，１９８４：２１５ － ２１７）。因此，受贝弗里奇精神影响的养老金体系更具包容
性，并且以避免老年贫困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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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均持平于或高于根据需求调查所确定的社会救济金①。而在英国，如果养老金
领取人没有职业养老金，他们只能依赖社会救济。第二，在贝弗里奇国家中，
只有英国听任企业决定是否提供职业养老金。其结果是，只有一半左右的领薪
人口享有职业养老金。截至１９９０年代末，英国的职业养老金主要由所谓的“待
遇确定型养老金”构成。这种与收入挂钩的给付，金额由雇主担保，财务风险
从员工转给了雇主。低额的法定养老金意味着男女两性均依赖职业养老金；否
则他们只能陷于贫困或申请社会救济。由雇主提供的养老保障在公共部门的普
及程度高于私营企业，而提供雇主养老保障的私企主要是大企业。因此，截至
１９９０年代末，享有雇主养老金的男性多于女性；不过，随着社会服务的拓展以
及私营企业竞争的全球化，这一趋势得到了扭转。

（二）经济增长越强劲，老年保险就越优越？

对福利国家的兴起和扩张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相关文献已经相当
丰富。在１９７０年代，哈罗德·威伦斯基（Ｈａｒｏｌｄ Ｗｉｌｅｎｓｋｙ）率先放眼全球，指
出只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才出台了全面社会福利制度。他的推断是，经济决定
福利国家的增长（Ｗｉｌｅｎｓｋｙ，１９７５）。根据他的理论，福利国家和经济增长之间
之所以出现关联，是因为随着市场的扩张，人们越来越依靠金钱而非年轻一代，
来提供老年保障。养老金体系的扩张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如果把世界上的贫
困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对比一下，我们会发现威伦斯基的理论迄今依然正确，
不过，它的说服力变弱了。

表１　 ２０１０年欧洲各国劳动力市场参与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整体就业
参与（％）

女性就业
参与（％）

人均ＧＮＰ
（千欧元）

全部就业人员的兼职工
作与全职工作之比（％）

瑞士 ７９ ７３ ３８ ３３
挪威 ７５ ７３ ４４ ２７
荷兰 ７５ ７０ ３２ ４８
丹麦 ７３ ７０ ３１ ２５
奥地利 ７２ ６７ ３１ ２４
瑞典 ７２ ７０ ３０ ２５
德国 ７２ ６７ ２９ ２５
英国 ７０ ６４ ２８ ２６
芬兰 ６８ ６６ ２８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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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贫困线低于平均收入含括门限的５０％，后文还将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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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就业
参与（％）

女性就业
参与（％）

人均ＧＮＰ
（千欧元）

全部就业人员的兼职工
作与全职工作之比（％）

法国 ６４ ５９ ２７ １７
比利时 ６３ ５８ ２９ ２３
西班牙 ５８ ５３ ２４ １３
意大利 ５７ ４７ ２５ １５
平均值 ６９ ６４ ３０ ２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取整）。

表１给出了本文研究的１３个国家２０１０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这
些数据反映了购买力的实际差异。挪威（４４ ０００欧元）和瑞士（３８ ０００欧元）
遥遥领先；西班牙（２４ ０００欧元）和意大利（２５ ０００欧元）最不发达；其余国
家的年人均值在２７ ０００ － ３２ ０００欧元之间。这些经济差异反映在整体就业参与
上。２０１０年，除比利时外，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也有最高的整体就业率。由于
受薪工作传统上一直是男性的核心活动，所以各国的男性就业率相似，并都高
于女性就业率。正因为如此，整体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主要由更强劲的女性劳动
力市场参与来拉动。事实上，如表１所示，在本文所研究的国家中，最富裕的
国家同时也是妇女参加经济活动最积极的国家，还是兼职工作在全部工作中占
比最高的国家。

从理论上来说，更多的经济财富也能为更高的社会福利提供资金。然而，经
济增长、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支出之间的关系，并未如哈罗德·威伦斯基的预期。
无论兼职工作的范围如何定义，就业参与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性一直存在，
但经济最发达国家成年人口中６４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重并不是最高（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０年欧洲各国养老金支出占ＧＮＰ比值及抚养比
人均ＧＮＰ （千欧元） 养老金抚养比① （％） 养老金支出占ＧＮＰ的比值（％）

挪威 ４４ ２３ ８
瑞士 ３８ ２５ １２
荷兰 ３２ ２３ １３
丹麦 ３１ ２５ １２
奥地利 ３１ ２６ １５
瑞典 ３０ ２８ １２
比利时 ２９ ２６ １２
德国 ２９ ３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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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抚养比为６５岁以上人口和１５ － ６４岁人口之间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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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ＧＮＰ （千欧元） 养老金抚养比（％） 养老金支出占ＧＮＰ的比值（％）
芬兰 ２８ ２６ １３
英国 ２８ ２５ １２
法国 ２７ ２６ １４
意大利 ２５ ３１ １６
西班牙 ２４ ２５ １１
平均值 ３０ ２６ １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取整）。

此外，也没有清晰的证据来证实国家养老金支出随着人口中退休人员比例
的增加而上升。例如，如果比较一下意大利和奥地利（上述国家中养老支出占
比最高的两个国家），我们会发现，意大利６４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远远高于奥地
利。相比之下，挪威与荷兰的人口中老龄比例都比较低，但挪威的养老金支出
远远低于荷兰。这些差异说明，经济和人口因素对国家养老金支出的影响没有威
伦斯基想象的那么重大。对他的现代化理论持批评态度的人（Ｍａｂｂｅｔｔ ＆
Ｂｏｌ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９）也同意，经济发展对国家养老金体系的制度化至关重要，但他
们同时认为，国家养老金的特点由政治决策、制度影响和私营部门的性质决定。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更高的经济增长要求劳动力市场政策能为女
性就业提供更多便利：负担起公共儿童保育服务、两性工作场所的灵活性和育婴
假。这样的政策要求更多的社会支出，而政府也可能因此退避三舍，至少在短期
内会如此；然而，国家对比研究表明，此类投资具有长期成效，成本可以收回。
在欧洲就业导向型养老金体系中，相关的改革有望改善老年两性不平等，因为它
们为老年两性获得独立的养老金创造了条件（Ｒｉｅｄｍüｌｌｅｒ ＆ Ｓｃｈｍａｌｒｅｃｋ，２０１１）。

三、现代化、社会不平等、歧视：１９６０年以来女性经济状况的改变

（一）就业参与

以上分析表明就业对经济实力而言的重要意义，而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高
参与水平不但推动就业率的提升，还能增加她们独立领取的养老金的机会。在
这一部分，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妇女就业从１９６０年以来的演变。图１显示了
１９６０年以来本文所研究的国家中妇女就业参与的发展情况。

在所有国家中，妇女就业率从１９６０年以来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不过各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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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别仍然存在。有意思的是，直到１９９０年代，贝弗里奇阵营中的国家差异
比俾斯麦阵营显著。在此期间，北欧国家政府采取了旨在实现性别平等的影响
深远的改革，将妇女融入劳动力市场，使儿童保育成为人人可享用的公共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Ｂｏｎｏｌｉ，２００７）。于是，自１９７０年起，七个贝弗里奇
国家中有五个女性就业率过半。在芬兰、瑞典和丹麦，女性就业率早已达到
６０％左右。到了１９９０年，瑞典的女性就业率高达８１％，英国的女性就业率为
６６％；只有荷兰落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才奋起直追。英国的女性就业率稳定提
高、增速放缓。在１９９０年代，其他国家的增速均放缓，荷兰终于追赶成功。于
是，到了２０１１年，贝弗里奇国家的平均值为７６％，标准差极低（４个百分点）。

图１　 １９６０—２０１１年间的妇女就业参与
注：图例中的国家排序为它们在２０１１年的排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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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俾斯麦国家，上述进程开始得比较晚，起点比较低，范围同贝弗里奇国
家亦不可比。１９７０年，七个俾斯麦国家中不到一半的女性被融入劳动力市场；
１９９０年代之前的女性就业率增长较为缓慢；各国之间的差异比贝弗里奇国家更
稳定。１９９０年，这些国家的妇女就业率从西班牙的４２％到法国的６０％不等。
２０１１年，所有贝弗里奇国家中有超过７０％的女性从事带薪工作；而俾斯麦国家
中只有德国的妇女就业率在２０１０年达到７３％，第一次同贝弗里奇国家媲美。西
班牙从１９９０年起发展迅猛，但意大利依旧是俾斯麦国家中的掉队者。至２０１１
年，俾斯麦国家的标准差（７ ４个百分点）高于贝弗里奇国家。

（二）教育培训差异和社会不平等

图２显示２０００年以来两个国家群体受过低、中、高等教育的妇女的平均就
业率。如前文所述，贝弗里奇国家参与就业的女性远超俾斯麦国家。不过，自
２０００年以来，俾斯麦国家的就业参与率有所提高，尤其是具备中等资质的女性
群体。与此同时，贝弗里奇群体国家的数字停滞不前，甚至有所跌落。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不同教育程度妇女的就业率—俾斯麦国家、贝弗里奇国家和德国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

教育程度差异巨大。在２０１２年，俾斯麦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有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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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就业（贝弗里奇国家为８２％），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只有６２％参加工作
（贝弗里奇国家为７３％），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只有３８％就业（贝弗里奇国家为
４９％），远远落后的意大利低至３０％。① 两大国家群体的对比表明，贝弗里奇国
家具有领先优势，而这种领先优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就业者中体现最不明
显。在其他两个受教育程度类别的女性就业者中，两大国家群体的差异都为１１
个百分点，几乎是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三倍。受过高、中等教育的德国女性的
就业率远远高过俾斯麦国家的平均值，接近奥地利的水平。这种差异极为显著，
同男性就业率相比，差距就更大了。

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不同教育程度男性的就业率—俾斯麦国家、贝弗里奇国家和德国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

图３显示同一时期中不同教育程度男性就业参与率的变化。总的来说，在每
一个受教育程度类别中，参加工作的男性均多于女性。不过，在女性就业参与
率大大提高的同时，男性的就业水平都有所下降，低教育水平的男性尤为如此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俾斯麦国家的降幅为８个百分点，贝弗里奇国家为５个百分
点）。无论属于哪种教育程度，贝弗里奇国家的男性就业率均高于俾斯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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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国的情况不太符合上述分类。德国受过高等教育男性的就业率大大高
过两大国家群体的平均值，但受过中、低等教育的德国男性就业率却低于平均
值。总的来说，德国男性２０１１年的就业参与率为９１％，在本文研究的国家中高
居第二位，仅次于瑞士。

我想对比一下两性就业参与的趋势。图４显示了两性就业率之间的差距以及
这种差距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间发生的变化。数据表明，男性劳动力市场的融入在
多大程度上领先女性，但同时也显示了这一领先程度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收窄。
不过，我们也应当记住，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指标，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涉及不平
等问题的工资水平，也没有考虑到兼职工作。

第一个重大发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大国家群体中两性之间的不对称
大幅减少。其依据是，所有国家２０００年的两性就业差异均大于２０１２年。这是
因为女性就业参与增加，而男性就业参与减少。

其次，如果我们以２０１２年为样本关注一下国家群体之间的差异，可以得出
一个结论，贝弗里奇国家的性别差异较不明显。在贝弗里奇国家中，受过高、
中等教育男性仅高于对应女性５个百分点，而俾斯麦国家中，受过高、中等教
育的男性分别高于相对女性７个和１２个百分点。受教育程度低的两性就业差距
最大，但贝弗里奇国家为男性高于女性１２个百分点，低于俾斯麦国家的１７个
百分点。在德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两性之间的差距略大于其他俾斯麦国家，但
受过中、低等教育的两性差异远远低于平均值。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不同受教育程度两性就业率之差距—俾斯麦国家、贝弗里奇国家和
德国的平均值（百分点）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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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最大的性别对称出现在所有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两性之间，以
及贝弗里奇国家受过中等教育的两性之间；至于其他国家，性别差异至少有７
个百分点。

图５　 ２０１０年按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女性平均每月毛工资在男性月工资中所占百分比（ＰＰＳ）
 ＰＰＳ ＝购买力标准，也即工资差异反映购买力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

最后，来看一下两性的收入。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两性之间的对称不
断增加；其间的各种关系看似更为复杂。从２００２年起，欧盟统计局每隔四年就
对欧盟的工资水平进行一次调查。图５根据２０１０年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两性的平
均月工资绘制而成，对比了两性之间的工资差异。兼职和全职工作均包括在内，
这能部分解释工资差异。首先，值得指出的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女性工作收入
等同于男性工作收入。有意思的是，在所有国家中（西班牙除外）最大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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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差异存在于受正规教育水平最高的两性之间。平均来看，最大的性别对称
出现在受正规教育水平最低的群体中。受教育水平最高者和最低者之间的差异
在奥地利（１７ ５个百分点）、法国（１５ ５个百分点）和德国（１４ ５个百分点）
最大。

受过高等教育的两性之间的工资不平等在文献中被描述为所谓的“玻璃天
花板”效应（Ａｒｕｌａｍｐａｌａ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ｉ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经济学家们
将这一现象部分归因于“生产性的”要素，也即无关性别的要素。这些要素影
响了人力资本，如工作经验年限、受雇公司的规模、受雇于公共或私营部门、
工作时间、就业类型（Ｔｈａｒｅｎｏｕ，２０１３）。因此，受过高水平正规教育的男性在
劳动力市场上比起同等资历的女性更能够获取薪酬最高的职位。低教育水平员
工的工资差别较小。不过，无关性别的因素只能解释两性之间工资差异的５０％
左右（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ｉ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常见的针对不
同性别的歧视，如招聘时或在劳动法庭审理中忽视女性（Ｂｌａｕ ＆ Ｋａｈｎ，２０００），
以及余音犹在的、将性别秩序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定型（Ｔｈａｒｅｎｏｕ，２０１３）。

（三）未完成的革命

艾斯平－安德森将教育不对称作为其著作《未完成的革命》 （２００９）的基
础。他认为，女性在就业秩序中的地位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受过
高等教育的两性更为平等，他们的利得更多集中体现在双收入配偶身上。与此
形成对比的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仍存在较严重的不平等，也就是说他
们沦于贫困的风险依然较高。他呼吁政策制定者们采取更多措施，将“未完成
的革命”进行到底，为后代创造更大的繁荣、减少不平等。

他的上述观察对本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教育是否对称将会影响到欧洲
目前参加工作的男女两性的养老金历史。然而，艾斯平－安德森过于注重近几
十年来教育现代化的利得，忽视了受正规教育水平高的两性之间的不对称和上
文述及的、存在于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的持久不去的歧视。

然而，他的“未完成的革命”论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如果养老金
政策主要关注女性面临的特殊风险而忽视社会不平等对两性的影响，就会功亏
一篑。但是，传统的社会民主对于阶级差异的敏感性还不够。受过高等教育者
之间的不平等并不一定代表贫困问题，但持续的工资不平等和歧视是不公平的。
它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延续了下来，即便在社会民主程度较高的北欧国家也不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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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变革对未来养老金的影响

（一）贝弗里奇国家

我们先看贝弗里奇国家。如前文所述，最晚从１９６０年代起，北欧国家、荷
兰及瑞士的基本养老金按公民资格发放或采用某种形式的全民社保，对公民的
财务状况不加审核。此类社保使终身所得低的人也能在不依靠社会救济的情况
下享有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这种政策方法让贝弗里奇国家有更多的妇女获得
了独立于男性的老年收入；避免了有就业史者和无就业史者之间的显著社会不
平等。不过，这些国家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妇女就业参与率不断提高，因为
贝弗里奇国家的女性被融入劳动力市场，所以她们不但获得了基本养老金，还
比俾斯麦国家的女性更早享有职业养老金。因此，贝弗里奇国家的较高就业参
与率不但代表着防止老年贫困的额外保护，还有助于妇女在全民养老金之余，
享有类同于男性并接近自身最后就业收入的退休收入。对贝弗里奇国家的许多
妇女来说，养老金收入起到了防止贫困和保障社会地位的作用，因而为性别平
等做出了贡献。虽然如前文所述，较低的教育水平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两性之
间更为显著的差异，但在贝弗里奇国家，即便是那些因为受教育水平低而面临
更大、更多社会风险的群体也有老年保障。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工资平等
尚未实现，性别不平等持续到老年，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的影响尤甚。

不过，英国却游离于贝弗里奇国家之外。英国的养老金体系在减缓养老金
领取人面临的因阶级和性别因素而造成的贫困风险方面效力不够。英国的法定
养老金只提供给有就业史的公民，就业史有中断的公民也可以领取。此外，法
定养老金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收入水平。为此，英国女性养老金领取人
比贝弗里奇其他国家的女性养老金领取人更难获得全额法定养老金（Ｇｉｎｎ，
２００３）。值得指出的是，无人获得高于平均工资５０％的法定养老金，而平均工
资的５０％如今被视为积极社会参与的门限。更有甚者，国家养老金远远低于本
就很低的社会救济水平。然而，因为任由雇主在自愿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提供职
业养老金，英国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待遇确定型养老金制度（Ｍｅｙ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仅存在于公共部门和私营大企业。这样一来，是否享有职业养老金取决
于受教育程度和工作部门。对许多妇女来说，较早融入劳动力市场意味着进入
公共部门工作。此外，从１９７０年代起，公共部门的兼职员工也开始享有职业养
老金，素质因而大大提高。其结果是，在１９９０年代，职业养老金计划中的女性
比重持续增加，而私营部门投保职业养老金的男性比例下降。对受过较高教育

１４

德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欧洲经验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启示◆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的两性来说，养老金不平等缩小；对具备中级资质的公共部门两性员工来说亦
是如此。如果我们还假设，具备较高正规资质的夫妻面临的社会风险较低，而
受教育水平低的夫妻所面临的社会风险较高，那么２０１０年代末退出劳动力市场
的英国养老金领取人中会出现更大的社会不平等。这些英国员工中有一半左右
暴露在更高的老年风险之下，他们将依赖经过经济情况调查（Ｍｅａｎｓ － ｔｅｓｔｅｄ）
后发放的社会福利金。

直至１９９０年代左右，贝弗里奇国家有两个模式。在北欧国家、荷兰及瑞
士，养老金帮助１９６０年代末参加工作的人免受贫困之苦、维持社会地位。尽管
英国从１９６０年代开始有较高的女性就业参与，但英国的养老金体系加大了在公
共部门或私营大企业工作、享有职业养老金的群体和其他成年人群之间的社会
不平等。

（二）俾斯麦国家

俾斯麦国家养老金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对等原则：福利是全面的，但也同终
身所得挂钩；没有最低保护或者只有经过经济情况调查后发放的社会福利。在
这些国家的法定养老金体系实施再分配原则，政治上不可行（Ｂａｌｄｗｉｎ，１９９０；
Ｅｓｐｉｎｇ －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 Ｋｏｒｐｉ，１９８４；Ｈｅｎｔｓｃｈｅｌ，１９８３）。因此，就业历史较长且从
事全职工作的人占有优势。从理论上说，这对于男女两性具有同等影响，但在
实践中，这些国家存在性别不平等（图４）。截至１９８０年代末，俾斯麦国家只
有一半的女性因为从事带薪工作而可以申领独立的养老金（图１）；因此她们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伴侣的收入。在这些国家负担家计的人，无论受教育水平的高
低，均获得相对较高的养老金，因此陷入贫困的风险较低，但其代价是妇女丧
失了独立性。今天，许多６５岁的妇女自身的老年收入不足，但可以通过对配偶
的依赖获得补偿。与贝弗里奇模式形成对照的是，俾斯麦国家没有对劳动力市
场造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做出弥补，反而强化了老年性别不平等。然而，这一
论断对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的适用性不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两性之间的差异
远远小于受过最低教育的群体。此外，受过较低正规教育的男女两性同劳动力
市场的联系不强，领取的养老金也不高。由于法定养老保险贯彻对等原则，贫
穷风险集中在这一群体。

从德国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德国女性和受过高
等教育的男性获取法定养老金的水平高于其他俾斯麦国家，甚至至少相当于贝
弗里奇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德国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的就业不对称意味着，
他们，尤其是女性，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即便他们的工资不对称较低。这也

２４

◆专栏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体系合适吗？
总的来说，上述进展符合艾斯平－安德森的“未完成的革命”一说。在两

大国家群体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获得了接近男性的养老金，但工资不平等
依然无处不在，尤其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从而导致了养老金不平等。
不过，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来说，贝弗里奇国家的全民养老金制度
为他们提供了保障，而在俾斯麦国家他们面临更高的贫困风险。

五、１９９５年以来男女养老金改革的重大意义

从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俾斯麦国家和贝弗里奇国家的养老金体系都发生了
变化。总的来说，集体保险对于个人养老金的重要性在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降低
了（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Ｍｅｙ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公民们暴露在更大的风险
之下。

福利国家和企业是为公民和员工提供防止社会风险的保障的两大关键行为
体。他们能够通过再分配来保护后者不受无法预见的事件的伤害。只有国家才
能调动额外资源来应对不时之需，向包括终身所得较低、因而缴费不足的个人
在内的公民提供老年收入，另外企业也能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个人不能同他
人共担风险，就无法避免突发事件的影响。因而，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俾斯麦国家
和贝弗里奇国家进行的养老金削减政策降低了个人的安全感，其后果在俾斯麦
国家更为严重。

（一）俾斯麦国家

俾斯麦国家的政府在向更多人提供法定养老金的同时大力削减了养老金的
金额（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２０１２；Ｈｉｎｒｉｃｈｓ ＆ Ｊｅｓｓｕｏｌａ，２０１２；Ｍｅｙ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与此
同时，为了弥补法定应领养老金的减少（ＯＥＣＤ，２０１１），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储
蓄计划得到了加强。政府采用各种激励措施劝说公民、企业和工会来尝试扩大
非国家形式的养老途径。因此，国家养老金曾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目前正努力在
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分摊福利责任。在这一点上，俾斯麦国家的制度已经向
贝弗里奇国家的多支柱体系靠拢。不过，为了避免贫困，有两大关键差别非常
重要：“新来者”决定不引入独立于就业历史、不基于广泛经济情况调查的基本
养老金。尽管申请独立养老金的程序有所简化，使得有断续就业历史的女性也
能申领，但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西班牙不提供统一的、无
视就业历史的基本全民养老金。不符合法定养老金申领条件的或领取金额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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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只能依靠经过经济情况调查后发放的救济福利（ＯＥＣＤ，２０１１）。
这样一来，法定福利的削减导致更高的社会风险，除非额外的私人养老金

能填补空白。雪上加霜的是，俾斯麦国家政府还决定不引入强制职业养老金或
其他形式的非国家养老金。除了现有的向法定养老金体系缴款外①，雇主和员工
都没有义务参加广泛的职业养老保险。因为对新来者而言，职业养老金福利属
于自愿，所以职业养老金覆盖的范围不广，而且多数不足以弥补法定福利的减
少。自１９９０年代起，国际化企业对职业养老金的兴趣减退。相比之下，个人往
往没有进行充分的长期规划（Ｍａｄｒｉａｎ ＆ Ｓｈｅａ，２００１；Ｔｈａｌｅｒ ＆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９），
要么就是他们的收入太低，无法自行弥补公共减支带来的损失。

表３揭示了这些趋势。表中有两个假设的员工群体，分别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９
年开始参加工作，不间断地工作到２０５０年代（各国的就业年限有差异）。表３
显示了他们的养老金跟最终收入之间的关系。左边三列里的个人获得的养老金
是根据２００２年的规定计算出来的；中间三列里的个人获得的养老金是根据２００９
年的规定计算出来的。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９年的规定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期间发生了
养老金改革。最后三列数字表明，在几乎所有案例中，养老金都被削减了。换
句话说，本表显示了假设的未来福利，因为任何地方的养老金体系都不会几十
年不变。本表中的模拟是世界经济与合作贸易组织做的，它的重要目的是判定
某一时间点上国家养老金体系的有效性。本表还审视了各养老金体系对不同收
入个人的影响。此处选择了三种类型的个人：收入处于平均值的个人；收入只
有平均收入一半的个人；收入比平均收入高５０％的个人。这三大类型同个人的
教育水平或性别无关；因为教育水平和性别不是本模拟的目的。然而，我们可
以充分利用模拟透露的信息，探讨两性之间的差异和不同教育水平之间的差异。
因为受教育程度和终身所得之间存在明确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这三个收
入群体或多或少代表着三种受教育程度。至于就业历史，两性可能被分到任何
一个类型中去，但考虑到妇女的劳动力市场职业生涯经常被打断，以及其他形
式的歧视，男性更可能集中在最高收入类别里，而女性更可能集中在最低收入
类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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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收入为平均工资５０％、１００％和１５０％的个人在退休时的法定和其他强制养老金收入预
测（占最后工资的百分比）

２００２年参加工作 ２００９年参加工作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养
老金改革的影响

收入占平均工资的百分比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俾斯麦国家
比利时 ８２ ７ ６３ ８ ６３ １ ７４ ９ ５２ １ ４２ ５ － ７ ８ － １１ ７ － ２０ ６

奥地利 ９１ ２ ９３ ４ ９３ ２ ９１ ３ ８９ ９ ８４ ６ ０ １ － ３ ５ － ８ ６

德国 ６１ ７ ６６ ６ ７１ ８ ５４ ８ ５６ ０ ５５ ６ － ６ ９ － １０ ６ － １６ ２

法国 ９８ ０ ７０ ８ ６８ ８ ６９ ４ ６０ ４ ５３ １ － ２８ ６ － １０ ４ － １５ ７

意大利 ８９ ３ ８８ ０ ８８ ８ ７２ ０ ７１ ７ ７１ ８ － １７ ３ － １６ ３ － １７ ０

西班牙 ８８ ７ ８９ ４ ８８ ３ ８２ ３ ８４ ９ ８５ ４ － ６ ４ － ４ ５ － ２ ９

平均值 ８５ ３ ６７ ６ ６７ ９ ７４ １ ５９ ４ ５６ ４ － １１ １ － ８ ２ － １１ ６

贝弗里奇国家
荷兰 ８２ ５ ８８ ２ ８４ １ １０４ ５ ９９ ８ ９６ ４ ２２ ０ １１ ６ １２ ３

芬兰 ９０ ７ ７８ ８ ７８ ８ ７２ ０ ６５ ２ ６４ ４ － １８ ７ － １３ ６ － １４ ４

瑞典 ９０ ２ ７６ ４ ６８ ２ ７１ １ ５７ ７ ７５ ２ － １９ １ － １８ ７ ７ ０

挪威 ８５ ８ ７３ １ ６５ １ ７２ ９ ６０ ３ ４９ ２ － １２ ９ － １２ ８ － １５ ９

丹麦 ９５ ６ ６８ ０ ５４ １ １３１ ９ ８９ ８ ８０ ８ ３６ ３ ２１ ８ ２６ ７

瑞士 ７１ ４ ６８ ９ ６７ ３ ７８ ６ ６４ １ ４６ ２ ７ ２ － ４ ８ － ２１ １

英国 ７８ ４ ５７ ７ ４７ ６ ６２ ０ ３７ ４ ２６ ８ － １６ ４ － ２０ ３ － ２０ ８

平均值 ８４ ９ ７３ ０ ６６ ５ ８４ ７ ６７ ８ ６２ ７ － ０ ２ － ５ ２ － ３ ８

贝弗里奇一俾斯麦差异 － ０ ３ ５ ４ － １ ５ １０ ６ ８ ４ ６ ３ １０ ９ ２ ９ ７ ８

注：假设：根据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９年通行规定计算的、２０５０年代退休的完整就业的个人的
养老金模拟结果。养老金低于平均值５０％的以斜体标出。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 （２００５：５２，２０１１：１２７）。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六个国家的法定养老金在２００９年比２００２年时低得多。
如果我们将平均收入的５０％设为包容性门限，那么２００９年所有低收入者的收入
比起他们在２００２年的收入要更低于该水平。这种恶化局面将影响到所有受教育
水平低的人，尤其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最高者虽然不会受贫困影响，但是，他
们的老年收入将大大低于退休前的水平。

表中数字显示，俾斯麦国家的所有收入群体均依赖自愿额外私人保险。低
收入男女两性需要它们来将老年收入提升到包容性门限之上，但他们很难存下
钱来，贫困风险上升了。收入处于或高于平均水平的男女两性必须存钱防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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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会危及生活水平。
不过，德国游离在俾斯麦国家之外。截至２０００年，德国的养老金体系以与

收入挂钩的法定养老金为主。不过，德国的养老金体系在１９８０年代有所改革，
提高了女性的独立应领养老金，家务和护理责任获得更多认可，兼职就业和低
工资得以改善（Ｍｅｙｅｒ ＆ Ｐｆａｕ － Ｅｆｆ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６）。而退休年龄的推迟则同样影响
了男性和女性（Ｍｅｙｅｒ ＆ Ｂｒｉｄｇｅｎ，２０１１）。

尽管德国的养老金体系以法定养老金为主，但职业福利在维持前西德大企
业的核心员工和公共部门员工的社会地位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从
１９５７年起，法定养老金最高只给到平均收入的两倍，收入高于平均收入两倍的
员工获得比退休前收入低的给付。因此，职业养老金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
（Ｂｅｒｎｅｒ，２００９）。在工商界，虽然在１９９０年代末之前有过重大经济变革，但至
少三分之二的员工参加了职业养老金计划；在公共部门，这个比例还要高
（Ｍｅｙｅｒ ＆ Ｂｒｉｄｇｅｎ，２０１１）。这些非国家养老金体系也与收入挂钩；企业和公共部
门雇主在答应给员工一定的收入替代的同时，也承担了风险。不过，在２０００年
前，即使职业养老金有所削减，参加人数有所减少，但它们仍然在替代较高收
入员工的工资方面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间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所实施的改革引发了养

老金体系的范式转变。在俾斯麦国家中，如今的德国更强烈地依赖非法定福利
来避免社会风险。法定养老金从完整就业员工最终净收入的７０％降到了６４％，
而２０２０年前的缴费水平冻结在收入的２０％以下（Ａｌｔｅｒｓｖｅｒｍｇｅｎｓｇｅｓｅｔｚ，２０００；
ＤＲＶ，２００９）。２００９年，德国没有法定最低养老金；但法定养老金太低的人比
以前容易申请到社会救济。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储蓄计划的增长得到了国家激励
措施和补贴的支持；但企业没有提供这些支持的法定责任。这意味着，德国没
有贝弗里奇国家具有的两大防贫措施：基本养老金和强制职业养老金。长此以
往将有更多老年贫困。这将特别影响到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尤其是受教育程
度低的女性，因为她们同劳动力市场的联系更弱。

不幸的是，赚取平均收入的群体的前景也好不了多少。只有比利时的养老
金低于德国的５６％水平，而其他俾斯麦国家比德国高４ ４个（法国）到３４个
（奥地利）百分点不等。较为贫穷的公民如果想通过个人储蓄来避免由此产生的
风险，选择很少。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非法定储蓄模式获得过成功
（Ｂｒｉｄｇｅｎ ＆ 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７）。然而，数据表明，即便是挣取平均收入的德国人也受
到了过去十年改革的严重影响。主要由个人承担投资风险的新一代职业养老金
还不足以弥补国家养老金的削减，传统型职业养老金也面临来自资本市场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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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压力。有的传统职业养老金已经停止吸收新成员（Ｂｒｉｄｇｅｎ ＆ 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３）。
总体来说，我们从上述中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进行后续养老金改革，那

么未来有相当一部分６５岁以上的人将会生活在平均收入５０％这个包容性门限之
下（Ｈｉｎｒｉｃｈｓ ＆ Ｊｅｓｓｕｏｌａ，２０１２）。收入低于平均值的人，特别是女性，将会受到
更大的冲击。收入等同或高于平均值的人也将更难维持其社会地位。社会政策
必须让更多的人享有职业养老金、提高职业养老金水平，否则就只能接受老年
中产阶级地位的长期下颓，以及可以预见的高收入男女两性的政治不满情绪。

（二）贝弗里奇国家

在过去１５年间，贝弗里奇国家的养老金也有所削减，有些是基本养老金的
削减，有些是职业养老金的削减（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２０１２）。在挪威（ＯＥＣＤ，２０１１）、
瑞典、芬兰及荷兰，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养老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一支柱
的水平根据第二支柱的水平来调整：职业养老金越低，基本养老金就越高。不
过，没有一个贝弗里奇国家改变过养老金体系的基本原则：所有公民仍享有最
低水平的第一支柱；而且它们继续坚持向所有员工提供普遍强制的第二支柱，
也即职业养老金制度。

虽然有实质性的削减，但２００９年贝弗里奇国家三大收入群体的平均养老金
水平都比俾斯麦国家高得多。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最大，高达１０ ６个百分
点。这就说明，即使在削减之后，贝弗里奇国家的再分配程度仍然更高。数据
表明，贝弗里奇国家的女性和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的配偶们受到了更好的
保护。

虽然平均而言贝弗里奇国家提供的保护较高，但两大国家群体还是有一些
共同之处。例如，在瑞典、挪威和瑞士，收入等于或高于平均值的人只得接受
损失。同俾斯麦国家一样，贝弗里奇国家工作收入丰渥的两性将会在越接近老
年时对收入的下降做出越激烈的反应。

英国的改革路径不同于其他国家。在英国，职业养老金属于自愿性质，法
定养老金极低。数十年来，英国试图满足国民的愿望，为他们提供基于法定养
老金的老年保障，但法定养老金本身不够用，所以要用私人养老金，特别是职
业养老金，来为法定养老金做补充。

英国的情况很好地展现了贝弗里奇模式的缺点。在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年工党政府
进行根本性改革之前，英国的养老金体系痼疾重重，最多只有一半的人口得到
了充分保障。无法享受优越职业养老金的英国人只能依赖社会救济，他们几乎
没有储蓄的动机。此外，从１９９０年代末开始，许多大企业关上了向新员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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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养老金的大门（Ｂｒｉｄｇｅｎ ＆ 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５）。养老金不足的问题恶化了，还威
胁到了收入等于或高于平均工资的人群。各届政府试图利用激励措施来鼓励自
愿储蓄，尤其鼓励低收入的两性存钱，但这些措施都失败了。为了换一种方法
来解决问题，工党政府在改革时首先大幅度提高了法定养老金金额，并扩大了
申领范围，造福了低收入的男女和有间断就业史的国民。接着，所有雇主从
２０１３年起必须向一个员工养老基金缴纳至少等于员工工资３％的费用，国家则
向基金注资员工工资的１％，被保人也须缴费，总缴费金额至少等于员工工资的
８％ （Ｂｒｉｄｇｅｎ ＆ 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１）。员工有权利退出。这些改革获得了保守－自由联
合政府的认可（Ｃｒｏｓｓ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改革后，英国的养老金体系具备了贝弗
里奇国家的特点。从新规定生效以来，之前被排除在职业养老金之外的国民的
预测养老金水平大幅提高（Ｂｒｉｄｇｅｎ ＆ 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１）。主要受益人是低收入者和
就业史有中断的人；妇女的境况有所改善。然而，大企业以男性为主的高收入
员工从改革中获益甚微，他们不再享受广泛的固定给付福利体系。相比之下，
高素质女性主要在公共部门工作，目前仍受传统的固定给付职业养老金的保护，
不过这样的养老金现在也面临着压力（Ｂｒｉｄｇｅｎ ＆ 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２）。

总体来说，跟养老有关的性别不平等在英国有所减少，主要受益人是那些
之前被排除在高于贫困线之上的福利之外的人，特别是低资质女性，但也有男
性受益。但是在私营部门工作、收入等于或高于平均值的男性却遭受了损失。
因而，像其他国家一样，中高收入夫妻的地位不安全增强了。显然，长远来看，
来自中产阶级的政治压力将会上涨（Ｂｒｉｄｇｅｎ ＆ 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１）。

六、取贝弗里奇而弃俾斯麦：对德国社会民主养老金政策的若干建议

聚焦于目前就业者的未来养老收入，本文旨在研究欧洲各大养老金体系的
改革对男女两性的影响，并且特别关注德国社会民主的社会政策可以从这些进
展中学到些什么。本文首先讨论了对改革路径和效果非常重要的因素。贝弗里
奇模式以基本养老金为主，辅以法定职业养老金，低收入人群受到了比俾斯麦
模式更好的保护。俾斯麦模式没有基本养老金，老年给付与就业收入的关系更
为密切。经济增长和就业参与之间有相关性，因此女性高就业参与率不是增长
的障碍。此外，高就业参与还有助于女性获得独立的养老金。所以促进妇女从
事带薪工作的政策是防贫养老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的研究也发现，欧洲女性的就业参与自１９６０年代以来有大幅度的增
长，但这一趋势必须根据教育水平和养老金制度来进一步细分：受过最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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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女融入劳动力市场的程度最高；他们之间的差别低于受教育水平最低的男
女之间的差别。其次，贝弗里奇国家的女性就业融入发生得更早。这是一个高
效能的养老金政策，因为它保证了贝弗里奇国家大部分女性能领取独立养老金，
从而确保她们享有除基本养老金之外的社会地位。不过，在改善之余，工资平
等尚未实现，老年社会不平等也将继续存在。

迄今为止，俾斯麦国家落在贝弗里奇国家后面。在德国，受教育程度高的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了接近于男性的地位，不过工资不平等这一痼疾依然
存在。此外，德国妇女同其他俾斯麦国家的妇女一样，老年时对男性的依赖更
强、依赖时间也更长。对妇女贫困风险敏感的养老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未完
成的革命”，以及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所面临的独特风险。这非常符合德国的情
况。至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养老政策应努力为她们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不
公平。

自１９９０年代中期起，几乎所有国家都削减了未来养老金的给付。不过，贝
弗里奇国家受正规教育程度低的男女还有最低养老金、强制职业养老金和高就
业参与所提供的较好保护。在俾斯麦国家，养老金削减的同时还伴随着结构变
革。法定养老金水平被压低了很多，鼓励自愿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储蓄计划
的措施增多。这样一来，受教育程度低、终身所得低本来就处于最弱势地位的
群体，他们的状况将会恶化。除此之外，收入等于或高于平均值的人群不再能
指望维持他们的老年社会地位。德国的法定养老金只向他们提供包容性水平的
收入，来自新职业养老金的给付能否补足差额还是个大大的问号。

中产阶级对低额养老金的不满导致了１９６０年代和１９７０年代欧洲各个国家
在经历福利国家扩张期的时候都扩大了与收入挂钩的福利。今天，几乎每一个
国家都在削减这些福利。受削减影响的群体，主要是收入等于或高于平均值的
男女，他们越接近退休，就越感觉到问题的迫切性。由于工资歧视的缘故，德
国较高收入女性陷入社会包容门限之下的危险更大。对退休中产阶级的保护不
足未来将会产生敦促改革的巨大压力。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有何对策？特别要问的是，社会民主的社会政策能
做些什么？社会民主的社会政策意味着：它防止老年贫困、为所有人积极参与
社会创造良好条件，同时保持对中产阶级利益的敏感性，包括为受过教育的女
性倡导工资公平。

根据上文讨论的事实和趋势，社会民主的社会政策有两个特别值得追求的
目标：

首先，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必须继续努力，减少工资不平等，促进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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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与此同时，男性就业也不可忽视，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社会科
学界的研究一致认为，更好地调和了子女养育和工作之间的矛盾的政策措施对
妇女融入劳动力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ｉ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还因此可以
阻止出生率的下滑，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Ｃａｓｔｌｅｓ，２００３）。这一洞见目前受
到了强烈的政治支持。“激活”或“投资性社会政策”范式已经植根于欧洲的
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中（ｖａｎ Ｋｅｒｓｂｅｒｇｅｎ ＆ Ｈｅｍｅｒｉｊｃｋ，２０１２）。经济增长被视
为欧盟成员国的预算符合马斯特里赫特标准的一个先决条件，而马斯特里赫特
标准的目的是维持一个稳定的欧洲货币。因为养老金支出是所有欧洲国家预算
中最大的一个项目，所以欧洲及各国养老金决策者们均宣称，就业参与率的普
遍提高也是养老金体系和国家预算长期财务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样一来，
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就支持家庭友好型的就业政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１２）。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终于出现了意识形态转变。长期以来，比较研究文献
一直把德国作为保守福利国家的最好样板（Ｌｅｗｉｓ，１９９２）。而今，德国在公共儿
童保育方面有了长足进步。相关措施削弱了在德国依然盛行的养家糊口模式的
核心假设。２０１０年代的改革让所有人都能更好地调和家庭及工作，改革之一就
是将儿童保育服务延伸到１ － ３岁的儿童（Ｊüｔｔ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德国已经迈出
了继续“未完成的革命”的重要一步。

为了促进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更为公平的参与，还有必要缩小受过高等教
育的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这一差距在德国尤其显著。家庭友好型的劳动力市
场和社会政策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ｉ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不过，
我们还必须思考，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对抗建立在忽视和成见基础上的持久而顽
固的对女性的歧视。

第二，雇主们应当承担义务，自动地将所有员工纳入职业养老金计划，并
为此缴费。与此同时，法定养老金应当设立最低水平。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来看，
依靠自愿额外给付的养老金体系不太可能在人们老年时提供足够保护，这一体
系中更多的老年人只能指望社会救济。英国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好的教训。几
十年的努力下来，没有哪一届英国政府成功地鼓励了国民自愿参加更广泛的养
老保障。我们的结论是，企业和保险公司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不会自愿地执行帮
助人们避免老年贫困的任务。除了进一步推进强制养老金之外，我们的另一个
选择是让老年人更多地依赖社会救济。如果采用后者，那么有关当局必须接受
一个事实：有一部分人口不会申领此种福利，因而会暴露在贫困风险之下。此
外，许多人要是知道老年社会救济是根据自己的累积资本来发放的，就不会为
养老存钱。最后一点考虑正是英国政治家提高国家养老金水平并强制所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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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职业养老金的主要原因之一。
追求激活政策目标对社会民主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来说将是最容易的。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这一作法已成为欧洲的共识，因为它至少是成本中性的，
而且还有望减少国家的长期支出。不过，如果提高对企业强制保险的要求并引
入法定最低养老金，争议就会大得多。２０１２年出版的欧盟养老金改革白皮书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１２）尽管主张针对所有人的充分、公平的养老金，但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盟仅倡导自愿措施，辅以税务激励和工会参与。然而，
欧洲公共／私人养老金体系的演变显示，这样的政策不但无法有效地减少社会风
险，还会造成明显的社会不平等。我们希望信奉社会民主价值观的决策者在这
方面不要受到该白皮书的影响，而是放弃俾斯麦模式，改弦易辙，朝贝弗里奇
模式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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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Ｋ． （２００１）．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ｔｅｐｈａｎ，Ｌ． Ｅ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Ｋ． ＆ Ｊｅｓｓｕｏｌａ，Ｍ． （２０１２）．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Ｗｈａ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Ｏｌｄ Ａｇｅ？． Ｉｎ 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Ｋ． ＆ Ｊｅｓｓｕｏｌａ，Ｍ． Ｅｄｓ．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Ｔｏｄａｙ，Ｓｅｃｕｒ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Ｊüｔｔｎｅｒ，Ａ． Ｋ． ，Ｌｅｉｔｎｅｒ，Ｓ． ＆ Ｒüｌｉｎｇ，Ａ． （２０１１）．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ｎ Ｃｌａｓｅｎ，Ｊ． Ｅ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ｓ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９１ － １０９．

Ｋｉｃｋｂｕｓｃｈ，Ｉ． ＆ Ｒｉｅｄｍüｌｌｅｒ，Ｂ． Ｅｄｓ． （１９８４）． Ｄｉｅ ａｒｍｅｎ Ｆｒａｕｅｎ． Ｆｒａｕｅｎ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Ｋｕｌａｗｉｋ，Ｔ． （１９８９）． Ａｕｆ Ｕｎｓｉｃｈｅｒｅｎ Ｗｅｇｅｎ． 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ｅｎ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ｅｎ 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ｆüｒ Ｆｒａｕｅｎ． Ｉｎ
Ｒｉｅｄｍüｌｌｅｒ，Ｂ． ＆ Ｒｏｄｅｎ － ｓｔｅｉｎ，Ｍ． Ｅｄｓ． Ｗｉｅ Ｓｉｃｈｅｒ Ｉｓｔ ｄｉｅ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Ｓ． ２４１ － ２６５．

Ｌａｎｇａｎ，Ｍ． ＆ Ｏｓｔｎｅｒ，Ｉ． （１９９１）． Ｇｅ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ｉｍ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ｓｓｔａａｔ：Ａｓｐｅｋｔｅ ｉ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Ｊｕｓｔｉｚ，Ｊｇ． ２４，Ｈ． ３：３０２ － ３１７．

Ｌｅｗｉｓ，Ｊ． （１９９２）．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２（３）：１５９ － １７３．

Ｍａｂｂｅｔｔ，Ｄ． ＆ Ｂｏｌｄｅｒｓｏｎ，Ｈ． （１９９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ｌａｓｅｎ，
Ｊ． 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Ｍａｄｒｉａｎ，Ｂ． Ｃ． ＆ Ｓｈｅａ，Ｄ． Ｆ． （２００１）．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ｅｒｔｉａ ｉｎ ４０１（ｋ）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１６，４：１１４９ － １１８７．

Ｍｅｙｅｒ，Ｔ． ，Ｂｒｉｄｇｅｎ，Ｐ． ＆ Ｒｉｅｄｍüｌｌｅｒ，Ｂ． Ｅｄｓ． （２００７）．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Ｎ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ｔ Ｒｉｓｋ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Ｍｅｙｅｒ，Ｔ． ＆ Ｂｒｉｄｇｅｎ，Ｐ． （２０１１）．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Ｐｕｂｌｉｃ －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５ ｔｏ ２００９． Ｉｎ Ｃｌａｓｅｎ，Ｊ． Ｅ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ｓ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ｅｙｅｒ，Ｔ． ＆ Ｐｆａｕ － Ｅｆｆｉｎｇｅｒ，Ｂ． （２００６）．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Ｔｒａｃ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ｖｅｒ Ｆｉｖ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 Ｌｉｆｅ，
１（２）：６７ － １１０．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ｅｐ． ｌｉｕ． ｓｅ ／ ｅｊ ／ ｉｊａｌ ／ ．

Ｎａｃｚｙｋ，Ｍ． ＆ Ｐａｌｉｅｒ，Ｂ． （２０１２）． Ｆｒａｎｃ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ｕｎｄｅｄ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ｉａ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Ｂ． 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ＥＣＤ． （２００１）． Ａｇ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９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２００５）．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Ｐａｒ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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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ＥＣＤ． （２０１１）．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１ ．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ＯＥＣＤ ａｎｄ Ｇ２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Ｐａｒｉｓ．

Ｐｉｅｒｓｏｎ，Ｐ． （１９９４）． Ｄｉｓｍａｎｔ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Ｒｅａｇａｎ，Ｔｈａｔ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ｉｅｄｍüｌｌｅｒ， Ｂ． ＆ Ｓｃｈｍａｌｒｅｃｋ， Ｕ． （２０１１ ）． Ｅｉｇｅｎｓｔｎｄｉｇｅ Ａｌｔｅｒｓ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ｖｏｎ Ｆｒａｕｅｎ．

Ｂｅｓｔａｎｄｓａｕｆｎａｈｍｅ ｕｎｄ Ｈａｎｄ － ｌｕｎｇｓｂｅｄａｒｆ．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ｉｍ Ａｕｆｔｒａｇ ｄｅｒ 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 －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 Ｅｂｅｒｔ －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ｔｔｐ：／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ｅｓ． ｄｅ ／ ｐｄｆ － ｆｉｌｅｓ ／ ｗｉｓｏ ／
０７９７０． ｐｄｆ．

Ｓｃｈｕｌｚｅ，Ｉ． ＆ Ｍｏｒａｎ，Ｍ． （２００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ｅｎ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Ｉｍｍｅｒｇｕｔ，Ｅ． Ｍ．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Ｋ． Ｍ． ＆ Ｓｃｈｕｌｚｅ，Ｉ． Ｅｄｓ．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Ｔｈａｌｅｒ，Ｒ． Ｈ． ＆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Ｃ． Ｒ． （２００９）． Ｎｕｄｇ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Ｈｅａｌｔｈ，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

Ｔｈａｒｅｎｏｕ，Ｐ．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Ｆｅｍｉｎｓｔｓ Ｉ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Ｄｏｎｅ：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Ｐａｙ Ｇａｐ － ａ Ｓｔｕｂｂｏｒｎ
Ａｎａｃｈｒｏｎｉｓｍ． Ｓｅｘ Ｒｏｌｅｓ，６８：１９８ － ２０６．

ｖａｎ Ｋｅｒｓｂｅｒｇｅｎ，Ｋ． ＆ Ｈｅｍｅｒｉｊｃｋ，Ａ． （２０１２）． Ｔｗｏ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Ｊｏｕ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４１（３）：４７５ － ４９２．

Ｗｉｌｅｎｓｋｙ，Ｈ． （１９７５）．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Ｃ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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